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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宏图 曾素娴

历史逻辑起点的政治经济学含义：
1979年前后的中国制度变迁

［内容提要］通过揭示历史逻辑起点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本文考察了历史逻辑起点对中国

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实质性影响。本文认为，执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社队企业、相对

扁平的收入分配状况以及 20世纪 60年代末的开放与引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始自

1979年的改革启动成本从而使中国的社会转型呈现出与苏东国家不同的特质。

［关键词］历史逻辑起点 制度变迁 制度要素 执政党的动员能力 启动成本

Abstract：By reveal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his－

tory，this paper explores what substantial impact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history has o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uling party’s

power of mobilization，the enterprises owned by communes and brigades，the people’s rela－

tively even income distribution，and the limited openness and introduction policy adopted at the

end of 1960s have reduced the initiation cost of the epoch-making reform started in 1979 and

made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Keywords：the logical s tarting point in history，institutional change，institutional factors，the

power of mobilization of the ruling party，initiation cost

一、导论

本文认为，自 1979年开始的制度变迁是一系列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环节，它继承了应

该继承的，否定了可以否定的。它所能继承者，不仅包括物质遗产，也包括精神遗产；既包

括执政党一以贯之的“承诺”，也包括它在长期历史经验中所积累起来的“政治信用”。正

因为有了这些政治信用，才使执政党即使遭遇最严重的历史危机，也能从人民那里得到

必要的支持。①改革开放就是在执政党庄严的政治承诺与既定的政治信用被给定的情况

下启动并延续至今的。改革开放并不意味着否定历史，它只是历史过程中一系列对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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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创造性转换。②

历史从来不只是物的历史，它同时是人的历史，是思想的与意识形态的历史。改革开

放既意味着效率的改进（这是物的历史），也意味着思想与意识形态的转换（这是人的历

史）。改革之所以成立，首先在于它所获得的必要的“合法性”，即既必须要证明改革后的

经济组织比改革前的同类组织具有效率上的改进，从而使国民财富始终处在具有说服力

的“增长区间”，而且还必须让人们接受改革，这就意味着在效率改进的同时应该“创造”

出与效率改进相吻合的“话语体系”。因此，改革也好，制度变迁也好，既意味着生产率的

竞赛，也意味着生产关系或者意识形态的竞赛，是两类竞赛的“统一”。另外，这两种竞赛

具有很强的互补性。③

众所周知，自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增长率。④正如库兹涅茨所说的，

快速的经济结构转换率，包括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的转移，是经济增长的特征。这一

过程涉及到城市化、从家庭作坊向雇佣关系的转换，以及正规教育不断发展的作用。库兹

涅茨进一步认为，现代经济增长还与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技术进步，以及政府的战略定

位密切相关。⑤对一个转轨经济来说，政府的作用十分突出。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

资料的配置依靠政府的计划手段来实现，劳动力的配置则依靠政府人事部门的行政命令

来实现，甚至消费资料的供应也纳入到政府的计划当中。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的转轨，政府的作用仍然十分关键。市场经济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它要求各经济主体

自由地选择交易或合约形式，自主地对寻利目标作出决策，因之，就必然要求有一个系统

地保持各个经济主体能自由、自主、公平地进入到一系列交易活动的制度结构。⑥这套制

度结构具有公共品性质。从理论上说，公共品可以经由寻利主体在利益驱使下的交易过

程或博弈过程中“内生”出来，但从历史经验看，自发的演进过程过于“漫长”。因此，对转

轨国家或者后起国家（政府）来说，可以直接吸收发达市场国家的经验，主动地提供各种

具有基础性地位的制度安排。

给定计划经济等诸多“历史约束条件”，构建新的制度安排具有三种不同的“路径”：

其一，“创世纪”路径，即使银行、公有制企业等一夜之间全盘地实现“私有化目标”，

其必然结果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基础性经济社会体制而发生作用。这是前苏联（俄罗

斯）的转轨路径，其逻辑基础是“人们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

其二，明确改革是一个过程，即便是提供了一套完全私有化的制度，也不能表明经济

主体的行为立即就是“市场反应型”的，即经济主体形成预期和对市场的判断还要经过

“学习过程”。此外，人们对有关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知识也是逐渐了解、吸收和理解的。

信息和知识的不完全使制度安排只能是渐进性的和适应性的。社会改造只能满足适应性

效率标准而不可能是帕累托效率标准。这里的含义是意识形态约束和知识短缺的约束以

及意识形态的转换成本将使转轨过程出现许多“中间状态”或“过渡状态”，制度的形成

是“边际的”、“动态适应性的”和“试错性的”，但在理论上，“过渡”暗含着制度变迁总是要

向最优的制度安排⑦“收敛”或者“逼近”。

法 学 与 政 治



2010/09 开 放 时 代

□
76

其三，自然的演进轨迹或过程，即在理论上并不存在着一个先验的改革目标，而是

“放任地”经由自主性交易主体彼此间“博弈”出或“内生”出一整套制度安排。但事实上，

对转轨经济来说，在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中，政府放松管制就是“制度设计”的结果。只有

首先放松管制，企业才能成为市场主体，企业成员才能实现从“单位人”向“经济人”的转

换。因此，单纯的自然演进过程在转轨中几乎是不存在的。⑧

人们几乎达成共识，即：中国经济改革的目的就是全面地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

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实际上，在 1979年，随着农村人民公社解体，决策者把农业生产的

集体经济经营模式改造成联产承包责任制式的“小农户经营模式”，这标志着中国经济改

革的开始。⑨由于农产品价格调整和农业产量提高，使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职

工的收入增长速度，从而使城市居民感受到改革的压力，于是以国营企业为主体的城市

经济体制改革也随之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远比农村经济改革复杂，涉及到价格体

制改革、城市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国家财税体制的改革，但是，无论如何，城市经济体制改

革中的一个特征性事实，就是通过实行价格双轨制，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

制的平稳过渡。作为一般的理论概括，中国的改革就是通过采用“双轨”策略，即把城乡二

元经济结构共时地嵌于社会经济体制之内，让计划与市场同时发挥各自配置资源的功

能，使国营企业与集体企业乃至民营企业并存于同一的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其结果就是

整个社会能在改革的同时尽可能保持社会平稳过渡并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在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内（例如 1979 ～ 1989年间），改革以双轨并存的方式进行，而双轨运行又决定了

改革的生产性，后者使生产资本、社会资本有一个累积性的提高，从而确保了社会各阶层

都能分享到“改革红利”，在改革还未来得及内生出足以对改革进程产生实质性影响的

“分利集团”之前，社会各阶层成员普遍形成了好的改革预期，正是“好”的改革预期以渐

进的、渗透式的方式改变着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使原有的信仰结构转化成一种新的与

市场化趋势相吻合的信仰结构，这使改革或转轨比较“平滑”而且难以逆转。现有转型理

论总是忽略或者漠视制度变迁中社会信仰结构的演变及其政治经济学含义，不能为信仰

结构或意识形态偏转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提供逻辑一致的解释，实际上经济增长、社

会公众信念体系的演变及其两者间的关系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演化轨迹。

不失一般性，本文把“双轨制”的外延扩大，把针对深圳、珠海等沿海地区的特殊经济

政策（特区政策）与内地实行的一般经济政策也称为“双轨制”，前者在税收、土地使用、外

汇管理、出入境管理、银行信贷、劳动用工等诸多方面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⑩这样一来，

极易引发地区间争取优惠政策的锦标赛，任何地方政府当看到不同于一般规则的政策优

惠所带来的好处时，都将争先恐后地从中央政府那里“竞争”特别的行政资源与政策资

源，而一旦从中央政府手里得到（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出台特殊政策的“授权”时，必

将以自己的偏好来解释、放大甚至扭曲这些授权，而且，这种竞争特殊行政权并尽可能对

此类授权作出有利于实现自身目标的解释的锦标赛将扩展到更基层的地方政府，其结果

就是，在竞争特殊授权和行政资源的过程中，各级政府越来越热衷于“寻利”而把信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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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以及过去公认的政治意识形态弃之一边或者仅仅把这些东西当作一种抽象的政治原

则或充当体现“政治正确性”的“话语体系”，其作用下降到为竞争特殊行政资源或“寻利”

（也包括“寻租”）目标提供“护身符”，即减少交易成本，消除政治不确定性的“政治面具”

的地步，原有意识形态和信仰结构的神圣性所折射出来的光环也渐次消失，而一种新的、

诉之利益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体系则一步一步取得话语权，这样，伴随着制度变迁，意识

形态体系也发生着深刻变化。

由此可见，广义的制度变迁即社会转型包括三个内容：

其一，各种制度的变化。

其二，意识形态和社会信仰结构的转换，与此相应的是，社会习俗也会因为意识形态

的转换而出现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终与正式的规则变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其三，由上述两个方面所决定的社会转型的方式与方向。

在我看来，“初始条件”使中国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轨迹路径大大不同，具有启动

成本小、转轨预期收益高的显著特征，这一切必须与当初的执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以及

当时的社会各阶层收入趋于平均等诸多制度因素輥輯訛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客观而合理的

解释，否则人们无法准确理解 1979年后为什么中国突然就进入了堪称人类历史上最长

的一个增长时期。显然，单靠产权明晰的逻辑思路不能完整地理解这段历史，当然，我这

样说并非否定产权改革的独特作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长时段的增长乃源于改革

的“市场化取向”，这话看起来毫无可挑剔之处，但人们会反问，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还有

印度，一直就是市场经济，为什么他们没有实现如此长时段的经济增长？这些国家的产权

是明晰的，而且并非中央计划型国家。輥輰訛这意味着“市场化取向”并非成功转轨的代名词，

尽管市场化取向是改革的必要条件之一。我们观察到，前苏联东欧国家与中国在转轨过

程中出现不同路径，乃在于它们所拥有不同的制度要素，这些制度要素构成了一个国家

改革策略的“可选空间”，从而在可能出现的“制度均衡集”中，有的国家向相对好的均衡

收敛，而有的国家却向相对差的均衡收敛，从经济学的性质来看，无论何种均衡均具有

“纳什解”的性质，因为不是人的理性，而是制度要素所构造的“约束条件”决定了不同的

“纳什解”的性质。当初始条件确定以后，不同组织间的生产率竞赛就开始了。成功制度或

组织间的“生产率竞赛”造成的“竞争压力”诱致国有企业改革的“启动”和“改进”，并最终

使得各种形态的组织演进归依于效率标准。与此同时，在整个转轨过程中，不同阶层的社

会成员也在不断地进行着信念或意识形态（偏好）的调整，他们总是找出各种各样能够自

圆其说的“话语”为自己的选择（行动）或决策辩护。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反复博弈中，

那些占据着强势地位并对公共政策起着不可忽视作用的个人或利益集团所采用的“话语

体系”将逐渐成为主流，由于这些社会成员所从事的各种活动总能给自身带来较高的回

报，则不仅他们所推崇的“话语体系”在诸多的话语体系的反复竞争中胜出，而且这些成

员所皈依的信仰或价值取向也将在不同的信念体系的相互比较中胜出，从而使原有的社

会意识形态结构遭到普遍质疑并经受反复挑战，最后，一种新的与生产率竞赛结构相吻

法 学 与 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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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也将应运而生，成为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主流的意识形态结构。

我们称这个过程为意识形态的竞赛过程。在我们看来，生产率竞赛与意识形态竞赛及其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制度变迁的轨迹或社会转型的走向。

事实上，1949 ～ 1977年，通过生产资料（即资本）的优先增长的工业化积累和对各类

基础设施的长期投入、完善、巩固和发展，中国农村改革和城市工业改革才有了自己的确

定对象和历史前提，其他各类经济组织，如非集体的和除集体经济之外的非国有经济才

具有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条件或“历史的逻辑起点”。从历史角度看，国有经济与集体经

济在客观上为非国有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资源”，因此，“民营化”或“民营经济”的演进

正是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彼此）进行生产率竞赛与制度互补的结果。任何一种经济组

织的演进都不是单向度的，彼此间既具有竞争关系，又具有互补关系，“制度互补性”和

“相互嵌入性”最终塑造出各种各样、形式不一的组织形态并使它们呈现出“地域性”或

“国别性”。輥輱訛尽管在改革初期国营经济客观上与非国有经济具有一定程度的互补性，许多

学者和改革受益者仍会系统地质疑并证明这些国营经济的低效率以说服那些依附于国

营经济的各阶层成员能够赞同对这种落后的组织结构进行改革或至少使后者难以构成

反对改革的真正力量。因此，微观组织的生产绩效与宏观经济的 GDP总量就成了证明改

革合法性的两个重要指标。这意味着生产率竞赛的结果为新的社会信念取代旧的社会信

念、新的意识形态取代旧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

在我们的分析框架里，所谓生产率竞赛，是指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或组织结构，例如国

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在生产率上的比较与竞争。如果某类企业具有相对的竞争优势，那么

它的组织形态或治理结构就会被人们最终选择，而那些不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组织形态

或治理结构就会被淘汰出局。一般而言，有两个指标用来测度不同所有制条件下的企业

类型的生产率水平，一是全要素生产率、一是企业的财务绩效。前一个变量涉及到生产技

术创新与人力资本的质量，也涉及到企业组织的优化（包括企业的规模经济与产业的范

围经济等），輥輲訛即理论上认为，如果人力资本的质量得到改进，创新活动导致技术进步，公

司治理结构更为合理，产业链中的上下环节更为衔接，即更具有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即

意味着这类企业组织具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后一个变量涉及到企业的获利能

力。即使某类企业的全要生产率水平不高，但如果它有较高的盈利率，仍然获得可观的财

务收入。对一个转型社会来说，人们会更多地关注企业的财务绩效并以此作为生产率竞

赛的测度标准，尽管这个标准并不十分合理。輥輳訛

然而，当社会处在市场化的过渡阶段，人们很难准确比较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

财务绩效（水平），因为地方政府一旦与商人合谋就可使国有资产贱卖转手，在技术上，通

过关联交易和有意做大或低估成本，短期内完全可以“改善”（或“高估”）非国有企业的财

务绩效，从而使非国有经济组织在生产率的竞赛中占据优势地位，客观上也就为市场化

和民营化的改革取向或者为“民营化的意识形态取向”提供了难以驳辩的经验证据。輥輴訛我

们知道，即使某类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很低，如果这类企业所在的行业正经历一



图 1：转型与意识形态偏转

说明：此图参考了袁志刚的研究輥輷訛，但有关意识形态转换的内容（图 1的下层）完全

由作者所加。即便是讨论转型的“框架图”（图 1的上层），作者也作了自己的理解，文字表

述也大大异于袁志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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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殊的产业成长期，它们的财务绩效同样会有令人满意的表现。例如，在改革开放最初

的 10年，由于中国经济的短缺特征，几乎所有商品都处在“卖方市场”，企业仅仅依靠数

量扩张而非质量改进就能实现盈利目标。面对这种现象，许多研究者认为民营化取向的

改革提高了整体经济绩效，民营企业比国营企业具有更高的制度比较优势。这个结论也

许是对的，但是单纯依靠财务绩效来判断某类企业是否具有相对生产率优势，其理由则

极不充分。这意味着，始自 1978年的中国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是由生产率竞赛和意识形

态竞赛同时决定的，不仅意识形态竞赛本身是个经验事实輥輵訛，而且生产率竞赛以及围绕生

产率竞赛而展开的对改革开放解释权的“争夺”也证明意识形态的竞争不仅是改革开放

的结果，同时也是决定改革开放走向和社会转型轨迹的不可忽略的因素（见图 1）。輥輶訛

本文对转轨过程中“组织演进”的“历史逻辑起点”的分析是想提供一个有关制度变

迁和组织演进“成因”的历史案例研究，其时间范围起于 1949年，终于 2004年。本文第二

部分，是从经济史角度分析“历史逻辑起点”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第三部分把“历史逻辑”

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一步具体化，分别剖析“执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社队企业”、“相

对扁平的收入分配体系”以及改革前的“开放与引进”对始自 1979年的中国制度变迁与

社会转型的实质性影响。第四部分是本文的基本结论。

法 学 与 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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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逻辑起点”与转轨：一个经济史视角的简要说明

按哈耶克、波普尔和阿罗輦輮訛的逻辑，社会团体、经济组织乃至国家似乎不具有“意志”

与“偏好”，因为个人偏好无法加总。但就文化、信念和信仰而言，具有共同历史、共同经历

和共有的自然条件輦輯訛的人们，在思维方式、对现实冲击的反应模式和基本的价值判断方

面一定存在着“交集”，与此同时，由于个体行为的外部性，相同历史和自然条件下的人们

无疑将拥有共同的利益。可以把历史演进看作是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展延的 n人博弈，这

n人中既有政治组织，也有经济组织；既有正式的权力部门，也有非正式的社会团体（非公

权力部门）；既有单位，也有个人。在这类多组织、多个人的博弈中，惯例、社会习俗、秩序、

相沿已久的文化、伦理与道德的社会选择将成为博弈参与人的“共同知识”。所谓共同知

识，就是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他人知道，等等。如果每个参与人都拥有相同的、相

类似的或相关的“共同知识”，则一个组织、一个团体或一个政党就会表现出与组织、团体

或政党成员的“个人偏好”相类似的“共同（公共）偏好”，于是组织、团体、政党的“共同意

志”也就确立起来。在 n人博弈中，“话语博弈”也是参与人策略互动的一个“必选手段”，

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竞争“话事权”，把自身的偏好和意志描述成具有正义精神的全社

会的“公共意志”。輦輰訛最后，为公众接受的“主流话语”輦輱訛必定是体现强势集团意志和偏好的

“话语”。輦輲訛偏好既是内生的、稳定的，又是外生的、情境依存的、可变的。輦輳訛基于此，国家意

志和政府偏好才有存在的历史与逻辑根据。既然如此，国家、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无疑将

拥有自己的意志和偏好，国家或集团的内部成员将共享一致认定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体

系。说明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分析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关系的逻辑依据。有必

要指出，国家意志和偏好，社会成员所共享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同样是进化的结果，

是不同社会阶层竞争话语权的自然产物。人之理性的发展在于不断地发现既有错误，輦輴訛

从而为“相对正确”的观念或认识开辟道路。然而这并不否定在某个特定时期，占据上风

的阶层或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会在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的意识形态偏好中利用自身所

处的强势地位更多地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偏好贯彻在整个社会的信仰体系和战略选择中。
輦輵訛

1949 ～ 1976年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路径正好显示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与战略偏好。

无论人们怎样评价，从历史角度看，毛泽东及其执政党在政体和国体、意识形态（政治信

仰或信念）、工业经济基础、对外开放、政治经济组织（包括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也包括农

村人民公社和社队企业）、阶层（级）结构以及几乎覆盖整个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等方面

为始自 1978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极其丰厚的“历史遗产”輦輶訛，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制度

变迁或社会转型的“历史逻辑起点”，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塑造并决定了独具特色的中国

式的改革路径（轨迹）。

1978年经济改革前后，中国企业主要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

有制企业（见图 2）。形成这种二元（公有）所有制经济结构的原因，既可归结为执政党所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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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意识形态以及对社会主义理想和实现方式的选择，以便充分地显示社会主义“公平、

正义、均富”的制度优越性；更为关键的，则可归结为赢得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改

造典型的小农经济结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为独立的现代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国家的强

烈意志，以缩短积弱不振的中国与现代工业化强国的经济差距、政治差距和文化差距。为

此，执政党必须制订和贯彻“工业优先增长战略”，以极大的代价发展重工业，构建并完善

包括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在内的各类基础设施。輦輷訛

林毅夫提出“赶超战略”是执政党实施“国家统制”和“计划经济”的“成因”。但我们要

强调指出，“赶超战略”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由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决定的，计划经济和国

家统制经济的策略是和经典马列主义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与逻辑判断相吻合

的。马克思和列宁分别在各自著述中断言：自由市场机制难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

产所要求的计划性与分散化的微观企业生产的无序性之间天然存在着的种种难以调和

的矛盾。这种矛盾一旦被激化就会造成经济危机，而这种经济危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制

度自身难以解决的“痼疾”。因此，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只有采用计划方法才能确保社会

资源得到有效利用，避免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社会主义信仰、政治理想或信念的确立

是与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理论逻辑密切相关的。很自然，由于马克思和列宁所给出的这

些让许多追随者深信不疑的“命题”或“真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对计划经济的选择

几乎都被先验地决定了。这说明，执政党的“计划经济”首先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

理论上得到了证明的，而“赶超战略”则是从现实逻辑出发所应该采用的或选择的用以证

图 2：微观视角下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逻辑起点”：企业性质、所有权结构与社会功能

说明：此图源自佐佐木信彰：《中国现阶段经济分析———来自日本的观察与评价》，长

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但图形的下半部分为作者根据中国改革前的历史状况所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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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手段。当然，要实现“赶超战略”就必然要强化“计划体制”。逻辑

自洽的意识形态约束与现实中的工业化和国家安全方面所形成的巨大压力迫使执政党

必然采用计划经济的强制手段来“挤占”人民的消费基金、压抑人民的消费欲望，采用工

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不惜对重化工业、军事工业进行大量的投资（见图 3）輧輮訛，例如，

1966 ～ 1971年，仅计划用于“大三线”的投资，就占到全部预算的 50% ～ 60%。这样做的结

果，有利于在短期内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增强国家的“硬实力”，以确保国家安全与长远发

展。实际上，1949年的工业总产值仅占全部生产总值的 30%，而相应的指标在 1977年变

为 80%，因此，从社会生产能力和工农业总产值角度看，1977年的中国已经是工业占主

导地位的“工业国”。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与俄罗斯经济在改革后呈现出的绩效差异

主要可用改革前经济结构的差异来解释。在他们看来，改革前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

国，而前苏联是个高度工业化的城市国家，在国有部门，工人是被高度补贴的，因此，俄罗

图 3：1952 ～ 1978年消费—积累比例走势图

说明：1954 ～ 1955年，1959 ～ 1962年，1966 ～ 1967年，1972 ～ 1973年，1975 ～ 1976年

消费—积累比例呈上升趋势，其中 1959 ～ 1962年消费积累比上升得比较快。每个时期都

与某种特定政治背景相联系。1955年正值第一个五期计划正待大规模的实施与推进；

1959 ～ 1962年正值中国经济处在最困难时期，史称饥荒时期；1966年正是“文化大革命”

拉开序幕的年份；1972 ～ 1973年中共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对政治、经济进行调整；

1975年执政党着力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毛泽东主席提出“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而 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这里的消费主要指居民消费，

不包括政府消费；这里的积累既包括固定资本形成，也包括存货增加。

资源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年版，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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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改革中，城市就业工人不可能像农民那样愿意离开国有部门到其他部门中去，哪怕其

他部门的生产率更高。而中国的情形刚好相反。这种说法不足以概括中国制度变迁的“本

质”，原因在于：其一，正如前文所讲，实际上中国在总产值的结构上已是一个“工业国”；

其二，改革后中国国有企业的产值、年增长率以及所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在 1977 ～ 1996

年近二十年间是增长的輧輯訛；其三，相当关键的一点，许多文献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即在

讨论中国制度变迁问题时，没有研究历史逻辑起点，即执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改革开

放前社队企业的发展、1966 ～ 1976年文化革命中在“继续革命”的政治高压下“利益集

团”或“分利集团”已基本“解体”或“分化”以及 1969年开始的中国外交行动所产生的国

际政治经济后果对始自 1978年的改革路径的深刻影响。輧輰訛

总的讲，1949 ～ 1977年的中国工业（化）史，也就是经典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

史”，它们相互刺激对方对自身的“需求”与“欲望”，又总是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来尽可

能满足对方的需求。当两者不一致的时候，说明经济危机已经出现了。造成这种不一致的

一个原因可能来自工业化和计划经济体制两者自身所遇到的结构性或体制性问题，另一

个原因则可能来自政治领袖的个人选择的改变所导致的“政治周期”及其对经济运行机

制的影响。然而，政治领袖在政策上的变化，又与内部的政治经济体制所承受到的经济压

力有关，也与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正在工业化的中国所造成的影响有关。在这些错综

复杂的原因的诱致与作用下，中国在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基础上首先在

政治上获得了独立，接着又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进行国家建设，到 1977年已大致建立起了

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所有这些，既是我们改革的历史起点，同时也成了

我们的改革对象。

三、制度因素：转轨的“前定”含义

讨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中国经济出现“增长奇迹”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许多文献

把中国近三十年所实现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归于对外开放（如加入 WTO）、技术和人力资

本的积累、组织转型与创新等，却忽略了“制度前因”对改革开放的“历史准备”。如果没有

这种“历史准备”，中国的改革路径将是另一个样子。中国历史上的商鞅变法成功了，但王

安石的改革却以失败告终，而中国晚清以来的图强变法也是悲壮跌宕，充满艰辛，最终难

以摆脱屡战屡败的困境。历史的纵向比较会给我们以极富价值的启示，即：一个成功的改

革必须具备政治上、经济上的“制度前因”，也就是说，在改革的“历史逻辑起点”上，必须

具备集领导权威、可持续的强有力的执政能力、强烈的政治意志、简洁明确的信仰体系、

逻辑自洽的意识形态和难以对改革主体（包括统治集团）与改革措施提出决定性挑战的

利益集团等诸要素于一体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权力结构和宪政结构輧輱訛。

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人民公社解体使以村、社为单位的集体经济改变成以

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或小农经济，农民可以自由地支配劳动时间并根据不同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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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令决定具体的生产经营内容。当然，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公社解体后的小农经济

与历史上的小农经济不完全相同，土地不能自由流转，因此，除基层政府（如乡政府、行政

村）外，任何家庭都不可能兼并土地而成为垄断的生产经营者。公社解体与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实施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部分产权，从而使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具有了若干私

有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改革，是中国民营经济制度变迁的第一步。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制度，黄宗智提供了一个相当概括的“解读”：

对明清和民国的国家政权来说，农村经济主要是征税的对象，而农民则主要是一种

税源。除了征税外，国家政权对农业和农民生活干预不多。然而新政权……远不止是个征

税者；它意在控制农村的商业，并掌握每家每户的经济抉择权。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新政

权不仅把触角纵向地伸入到农村，而且横向地扩展权力，尤其围绕着农村经济。这一革命

规划的三个关键步骤是土地改革、粮食三定（国家对粮食实行定产、定购、定销）輧輲訛以及生

产集体化。经过这些运动，旧的以分散、自立的小农农场经济为基础的政治经济体制被巨

大的、以集体化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党政国家体制所取代。輧輳訛

本来，计划经济的、人民公社化的集体经济对历史上相沿成习的、传统的、典型的小

农经济进行了比较彻底的颠覆和“否定”，但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 1979年，通过实行联产

承包责任制，在土地仍然保有集体所有制性质的条件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制

度宣告解体，从形式上看，这次则是小农式的生产经营模式取代了公社的集体化生产经

营模式，是前者对后者的“否定”。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是中国民营经济和私产制度再度

兴起的“历史逻辑起点”。然而，尽管农村人民公社在执政党的改革路线的强烈要求下“退

出了历史舞台”，它所留下的“历史遗产”却仍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

迁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从而使我国民营经济的制度变迁呈现出不同于东欧前社会主义

国家的民营化的“转轨路径”。我们可以把改革的“历史逻辑起点”分解为如下四个因素：

（一）政治动员能力

执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是改革开放得以顺利展开的“历史逻辑起点”。黄宗智认

为，就政权与村庄的关系而言，土地改革和税率提高使国家政权空前地深入自然村。旧日

的国家政权、士绅或地主、农民的三角关系被新的国家政权与农民的双边关系取代了。定

购、定销和定产等“三定”政策不仅把整个小农家庭农场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实际上还强

有力地把农民推向集体经济。集体化使党政权力机构更垂直地深入到社会基层，每个农

民都直接地感受到国家的权力。这种形势与明清时代极不相同，那时的皇帝和官员对农

村的日常生活来说距离是非常遥远的。輧輴訛实际上，1978年开始的拔乱反正（拔“文革”之

“乱”，反毛泽东主席和“八大政治报告”之“正”）是靠政治动员来展开并完成的。紧接着

1979年正式启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也是通过政治动员（如舆论宣传、政治说教等）劝导、

说服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相信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作业、联产承包”是一条通往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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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想农村的康庄大道。在 20世纪 3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要把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这一

套运用政治方式来纯洁军事队伍的做法在 50年代被用在农村和城市，执政党因此完成

了农村集体化和对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因此建立起一套以城市为中心的独立

自主的国民经济的工业体系以及以农村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虽然此种政治动员往往

以牺牲效率为代价，但却使执政党获得了空前的政治权威和高强度的社会治理能力，执

政党常常通过最基层的农村或厂矿的支部书记就可以把中央政府的策略、意图甚至政治

理念贯彻下去。輧輵訛

因此，“改革”过程看起来似乎是“二律背反”的，一方面中央政府通过党的各级机构

创造了超强的政治动员能力，借助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统一了各个阶层的

群众的意志輧輶訛，从而大大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成本和（政策的）实施成本，使执政党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即使在不断改变的情况下也能大致不差地得到落实。1978年，毛泽东主席去

世两年，执政党开始酝酿并着手改革，所利用的仍然是毛泽东时代所创造的政治资源，通

过基层党组织的说服、示范、教育，甚至（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以群众共同参与的方式

来改变从 1957年就开始的集体经营模式，在农业生产中逐步引入、实施、推广“责任制

（承包制）”、“分田到户”的“小家庭”或“小农式”的组织形态或生产方式，给农业生产者以

相应的土地用益权、处置权和经营目标的规划权、选择权，从而很自然地引发了如下问

题，即农民的自主选择与自由的经营方式将在客观上对执政党的高强度的政治动员能力

形成“冲击”，因为分散经营的小农（或农户）彼此间的联系已不如公社解体前那么紧密，

基层政府和党支部已难以通过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等集体组织来动员在时间和择业方面

获得充分自主权的农户，从而使得执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在客观上被削弱了而不是得到

加强。如果执政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不能实现与此种变化相适应的“创造性转换”，那么

执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与可供利用的政治资源就会大打折扣。不管怎样，始自 1978年的

农村经济改革是通过毛泽东时代所创造的政治资源来启动的，虽然这种政治资源会随着

执政党不断地放松对农业经营活动的行政管制而使得农民越来越能够利用经济理性来

决定其生产经营活动，使得毛泽东时代所留下的政治资源的边际价值渐次降低，但决不

能因此低估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信念和信仰的执政党的“历史遗产”对改

革开放的正面影响。对于一场深刻、持久、充满种种政治陷阱与重重矛盾的政治经济体制

改革来说，初始的意识形态与信仰的统一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缓冲了改革开放所必然

造成的利益分化而带来的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毛泽东式的政治动员方式与毛泽东思想

本身使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并没有“遇见”对任何一场改革有着极大杀伤力的“利益集团”

的“反击”，因此，中国能以一种“便宜”的、低成本的方式“切入”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当

中。农村改革对城市形成了压力，农业剩余劳力大量涌入城市，使城市国营企业获得丰裕

的劳动资源，这对于劳动密集产业产生了“冲击”：一方面国营企业面对如此廉价的劳动

资源必然要改变行之已久的工资定额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而越来越追求对投入要素的

配置权与生产经营方面的自主权，另一方面，独立于国有经济之外的集体经济、个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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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自由地雇用摆脱了土地束缚的农民工从而在劳动密集产业获得新的发展机会。中

国民营经济的制度变迁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改革的“二律背反”包含着这样的（改革）逻

辑，即改革是从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开始的，但其理想结果或目标却以不断地降低这种政

治动员能力为代价才能获得（图 4）。

（二）社队企业

“文革”前后的社队企业是 20世纪 80年代兴起并在 9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的乡镇企

业的“制度前因”，1996年后，乡镇企业开始转制，变成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企业，与乡级

基层政府实现“政企分离”。乡镇企业在中国的勃兴，被当作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被认

为是实现农业工业化的一个可行路径。

1949年前，中国是个贫弱的农业国。新中国成立后，家庭工副业发展很快，到 1954

年，约有 1000万农民部分地参与了工业生产，产值为 22亿元，而此前的 1949年，按 1957

年可比价格计算，产值仅为 11.6亿元。

1955 ～ 1957年期间，农业处在合作化高潮时期，许多地区过分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使

工副业的发展停滞不前。1957年，农村工副业产值仅 22.9亿元，占农业总值的 4.3%。1958

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为社办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持和实践的契机。1958年 12

月 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强调，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实行手工业和机器工业相结

合的方式，充分利用土钢铁、土机床和其他各种土原料、土设备、土办法，逐步由土变洋，

由小变大，由低到高，目的是缩小城乡差别，把适当的劳动力从农业方面转到工业方面，

加快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人民公社（化）”是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执政党的极为关键的制度选择，这是一种集

图 4：制度变迁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因素：政治动员能力与法律治理能力

说明：PP表示政治动员能力；LP表示法律治理能力。横轴表示时间维度；纵轴分别表

示政治动员能力与法律治理能力两个维度（见图示）。在转轨时期，政治动员能力随着改

革深入有一个边际能力递减的过程，而法律治理能力则有一个上升的过程。但无论如何，

社会的总的治理能力不能有所减弱，否则可能失去正常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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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组织，它的目的，在毛泽东时代看来，

一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二是便于实现城乡区隔的户籍制度，从而为计划经济体制的顺

利运转提供制度保证；三是以公社为“重要中介”，推进乡村工业化，最终缩小城乡差别。

因此，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政治动员使社队企业获得了空前发展，尽管 1957 ～

1959年的“浮夸风”在工业化的盲目“跃进”中导致农业的大面积减产和严重的生态后果，

从而在客观上影响了社队企业的发展，但在 1966 ～ 1976年，中国社队企业在人口增长的

巨大压力下仍然取得可观的成绩。輧輷訛

“文革”期间的社队企业主要围绕农业现代化展开，以农村资源为主，以农业发展和

农业机械化所产生的需要为“主要动力”，一方面补充国家计划的不足，为农村提供必需

的化肥、农用水泥和形式不一的机械维修服务；另一方面，离城市或国营企业较近的社队

企业很好地利用了国营企业废弃不用的机床或纺织设备（例如江苏、上海一带），在国营

企业的技术干部的帮助下，发展起了纺纱厂、丝织厂、袜厂、农机厂、印刷厂、金属制品厂；

最后，社队企业通过与国营企业签订合同的方式，承接后者生产过程中的零碎的、投入产

出比不很合理的工序，从而发展出集手工业与现代工业于一体的社办企业。輨輮訛史料表明，

即使在“文革时期”，县、公社甚至大队级别的基层政府也很好地利用了市场空隙（许多国

营企业只管生产而无商业销售网点）、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供需短缺”以及执政党急

于解决剩余劳动力和实现工业化的政策资源，发展出了一系列可观的社队企业。1965 ～

1979年，小型社办企业的数量增至 45000个，到 1976年达到 106000个。70年代初，中国

水泥产量的一半和几乎全部农用水泥由小企业生产，化肥产量的一半也来自小企业。

1972年，机械和建筑材料的行业总产值中，社队企业几乎占去 50%。輨輯訛

黄宗智特别强调，因温州的家庭经济、私营经济和自由市场体制的成功，人们很容易

忽略社队企业、集体经济对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贡献。中国乡村发展的独特之处既不是英

国式的或温州式的“自下而上”模式，也不是 1840年以来一直到 1949年的中国工业化和

近代城市化的“自上而下”模式，而在于生产大队、公社一级的集体组织和基层政权所发

挥的积极作用。在 1996年前，集体工业实际上是长江三角洲以及中国大部分地区乡村工

业组织的主体。正是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推动了 70、80年代的大部分乡村工业化，并且使

中国的乡村工业化有别于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輨輰訛以此而论，给定中国的独特的所有制性

质，给定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条件”，社队企业，进而乡

镇企业的发展引发了后来的民营经济的勃兴和演进，它们正是我们要找的“历史逻辑起

点”（见图 5、图 6）。

从地区间差异化的发展轨迹，我们也可以得到上述结论，例如，山东、浙江、江苏以

及广东等地，自 70年代初至 80年代中期，集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居全国之首，这些地区

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与集体企业的工业产值之比要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恰恰是这

些地方，经济增长速度要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对这种不同地区的制度演化

分岔的现象，笔者进行过详细的分析：国有经济比重偏高的地区，地方政府的税收、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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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均在客观上要更多地依赖于国有经济，因此在地方政府

的政策取向上会更多地保护国有经济的利益；相反，对江浙等国有经济比重不高，非国

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政府）税源、就业门路乃至人民的（社会）福利均有赖于非国有

经济的成长与壮大，因此地方政府客观上将会更多地出台有利于民营经济不断发展的

政策，其结果就使江浙、山东、广东等地的制度变迁轨迹表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点

（见图 5，6）。輨輱訛

（三）等价的平均收入水平下的“阶级”及改革的启动与实施成本

许多证据表明，直到 1976年，中国各阶层、各成员间的收入水平相对地趋于一致：

其一，除去地区差距外，各地农民的收入非常接近，仅与家庭的劳动成员的个数有

关，即一个家庭的壮年劳动力越多，家庭总收入也就越高。但平均来看，每个劳动力的收

入水平大体是相同的，除非某些人达不到足够多的劳动时间。

其二，每个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都是一样的，土地归集体所有，每个劳动力都是集体的

一份子，因此，农民所拥有的财产（包括土地）都非常接近，劳动力多的家庭自留地的面积

略大些，但平均下来，每个劳动力所拥有的自留地面积（包括肥瘦程度）是等同的。

图 5：不同类型所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变化趋势：1957 ～ 1982年 （单位：亿元）

说明：1957 ～ 1971年的工业总产值以 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71 ～ 1980年工业总

产值以 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1981 ～ 1982年工业总产值以 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此图

显示的数据变动趋势只限于 1982年前，而此后直至 90年代中期的社队企业（乡镇企业）

的发展未能反映，但恰恰是这个时候，中国的乡镇企业发展迅猛，引起学界、政界的极大

关注。数据表明，自 1969年开始，中国的集体企业（含社队企业）开始稳步发展。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3年版，第 214 ～ 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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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城市职工的收入水平也趋于一致，除非他们分属于不同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

制企业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福利可能是有差别的，但这种差别不能过分夸大。行业间，例

如钢铁业和煤炭业，他们的工人所拥有的福利水平要高于别的行业所具有的平均水平，

原因是前者的劳动强度大，而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其四，干部与群众间的收入水平是不等同的，但两者的差距不大，而且这种差距是非

常明确的，通过制度化的，甚至是非常刚性的“八级工资制”来调节。如果一个工人，拥有

八级钳工的技术证书，那么他的收入水平可能要高出一般的干部很多。由于拥有一定的

行政权力，干部可能具有增加收入的“潜在来源（途径）”，但这些“特殊途径（来源）”大部

分都被毛泽东主席所发起的历次政治运动“阻塞了”。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大

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作为公民的“四大自由”（权利）写入宪法，因此，干部的特权思

想始终被压抑着，尤其是中、下层的干部阶层，更是始终被“群众”的“雪亮眼光”所注视

着。在农村，县、公社干部要定期到生产队蹲点，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他们与群众的身份

差别虽然十分明显，但被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要求而被“策略性”地“抹平”了。輨輲訛

在城市，政府和企业领导也要到车间参加劳动，向工人学习，在执政党的政策上，把尊重

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劳动的积极性、创造性置于“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高度”。輨輳訛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差别、收入差别被各种政策、意识形态，

甚至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制度性”地“拉平”了，从而在客观上没有形成敢于公开挑战邓

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策略”（事业）的政治性和经济性的现实力量，由于缺乏现实利益

差别所形成的阶级冲突，加上各阶层的群众在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信仰等方面存在较

图 6：工业总产值指数变动趋势：1952 ～ 1982年（以 1952年为 100）

说明：此图所显示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工业总产值指数变动趋势均各自以

1952年为 100，然后计算此后历年的工业总产值。此图表明，集体企业（含社队企业）自

1969年后一直快速发展，而不象全民企业的发展出现有起伏的波浪形。在 1970 ～ 1982

年，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发展态势似乎比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发展态势要“猛”。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3年版，第 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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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交集”，从而使改革的启动成本和实施成本在 1979 ～ 1989年的 10年时间内大大降

低了。輨輴訛

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在农村属集体所有，在城市属国家所有，因此，在改革初期，从中

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为了加大开放力度，吸引外资，出台了一系列土地优惠政策，投

资商和建设单位只需向国家和集体支付极为低廉的地租就可以征得土地，投资建厂，这

使许多港（澳）商、台商以及外国投资家大大减少了土地使用成本，迅速享受到改革开放

的“政策红利”，这在客观上就增加了人们对投资的预期收益，从而使改革开放一开始就

成为一个可预期、可累积的自我增强过程。

（四）70年代初期的开放与引进

史料表明，中国自上个世纪 60年代、70年代初所进行的外交努力为后来的改革开放

准备（提供）了一个极为关键的“历史起点”，輨輵訛它减少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了改善国际

环境而必须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为缔结各类政治与经贸合约所进行的一系列的谈判

成本与意识形态的“转换成本”。既然 1972年中国人民接受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先生，那么

80年代无疑也会接受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对中国经济结构与所有制的影响，同样，民营

经济在国营经济与集体经济的空隙中逐渐成长与壮大也就是一个合乎历史逻辑的自然

过程。而 60年代末开始的化肥生产线等的引进与化肥生产的量产化则直接影响了 1979

年开始的农业改革，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相应的“初始条件”，否则，假如缺乏相应的技术准

备，单纯依靠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式的农业经营模式来改造传统农业将异常困难。有关

技术与化肥对 1979年左右的中国农业大丰收的贡献已经有了相应的研究结论，輨輶訛此处不

拟展开讨论。

四、结论：一个总结性说明

大量的事实表明，执政党强有力的政治权威确保了它的政治动员能力。依靠 1977年

前所确立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执政党成功地使中国各阶层的社会成员建立起对于改

革的良好预期。与此同时，利用改革开放前农村通过低廉劳动力所积累起来的农田水利

设施和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公共品（如集体所有的农机具、具有外溢性并为公社

社员共享的农用技术、优良品种和公共道路）而使粮食生产的基本条件越来越完善，加上

70年代初期从国外引进的化肥生产线，到 80年代初期已全部投产使用，因此，粮食增产

丰收就成了所有这些因素凑在一起而必然要产生的一个自然结果。恰巧在这个时候，人

民公社解体，农村实行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这就使分散化经营与粮食增产

丰收成了两件相关程度很高的历史性事件，这无疑增加了分权改革思路（如承包制等）的

吸引力。但是，正如黄宗智所证实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性作用在于使农村劳动力有

了自由选择的机会，由此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城市化”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扩

大并蔓延开来，尽管这种组织创新未必是 1984年粮食大丰收的真正“主因”。农村人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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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中的社队企业并没有随着公社解体而消失，相反它却成了整个 80年代至 90年代中后

期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它促进了农村的工业化和小城镇化，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

劳动力。这样，1977年前的社队企业、（执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70年代初、中期的对外

“开放”与引进政策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对利益阶层的冲击等诸多因素就客观地、潜在地然

而却有力地“促进”了 70年代末就已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些因素是累积性的，因此改

革以及改革能量的释放也是渐次“展开”的，它们使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户和城市居民很快

地享受到基于“历史遗产”而产生的“改革红利”，从而使各阶层的社会成员一开始就形成

了对于改革的“良好预期”，这种共同的信念使改革政策的“实施成本”大大减少。在这个

基础上，中国的民营化进程也开始了（参见图 7）。

图 7：改革开放小史：有否历史遗产或腾空而出？

说明：此图所划定的时间只是大致的而远非精确的，旨在说明改革开放的演进过程，

同时更为了说明历史遗产对改革开放及其“进化轨迹”的“决定性的、历史性的作用”以及

后起者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探索与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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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我是从较狭义的角度定义此处的“政治信用”的，意为信念（belief），在词义上接近“信仰”（我个人

认为，在中文的语境里，信仰比信念更窄，在英语里，两者似乎并无区别，均可用 belief表示）。Avner

Greif指出，秩序、规范、信念与组织等诸要素“总合”成了制度，参阅 Avner Greif，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 35-45。从制度层面来说，信念是

共有的，为所有相关者所认同，也可称此为“意识形态”。

②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初乃至中期，整个社会思潮并不以否定当时的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为

主流，而是试图完善这些制度。1997年后的中国社会转型则是以另一种方式来对待“意识形态”遗

产的。

③有关互补性的概念或定义及由此引出来的分析框架可参阅 Masahiko Aoki，Comparative institu－

tional analysis，MIT press，2001，pp. 1-29；95-128；225-229；329-345。又参见 Paul Milgrom and

John Roberts，Estudios Economicos，9（1），1994，pp. 3-42。在 M-R看来，所谓互补性就是两种要素

或多种要素会共同对某个结果产生同时正的或负的边际影响，可以用这些要素对总的函数的偏导

数来刻画，由此他们引申出一个结论，某个国家如要移植某种好的制度或治理模式，不见得会得到

原来预期的结果，因为决定这些制度或治理模式起作用的因素不仅仅是这些制度或治理模式本身，

还有与之具有极强互补性的其他要素也将起作用。我们在本文引用此概念，意在说明两点：其一，中

国的经济改革，不同所有制，尤其是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制度上的互补性，

其相互“竞争”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其二，中国的制度变迁取决于生产率竞赛与意识形态竞

赛，两者同样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后一点在本文有详细论述。

④见图 3“中国经济增长率趋势图：1978 ～ 2004年”。

⑤罗伯特·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何辉、刘明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 5页。

⑥对欧美国家来说，市场经济不言自明。但对转轨过程中的中国而言，市场经济则仿佛是开天辟地

的大事情。

⑦所谓最优的制度安排，无非是能使各种资源得到具有帕累托效率的“制度安排”。参阅樊纲、胡永

泰：《“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进”———论体制转轨最优路径的理论与政策》，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

1期。

⑧与经济学上的达尔文主义不完全相同，我们对制度变迁的解释是历史主义的，制度变迁的决定性

力量应该从历史结构、历史遗产以及这些结构与遗产所构成的历史与现实的约束中去寻找。Avner

Greif多次向读者展示了这种分析方法。在他看来，制度由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总合”而成，因此，

识别并揭示这些制度要素是理解制度变迁的关键。虽然制度“产生”行为，但制度本身却源于当事人

的信念和预期，信念和预期一般以文化、规范为其载体，也以具体的制度或组织结构为其“表现”，因

此，制度变迁实际上是这些制度要素的“变化”。参阅：Avner Greif：“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Exchange：A Research Agenda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4，3，December 2000，pp. 251-284。本文试图回答，历史结构与历史遗产究竟怎样通过现

实中的各个利益主体在既定的博弈规则的规范下影响并决定制度变迁的轨迹，也就是说，这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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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历史遗产是如何与参与人相互作用从而最终改变那些作为基本博弈规则的制度的。另参阅：

Geoffrey M. Hodgson（M·霍奇逊）：“Darwinism in Economics：from analogy to ontology”，The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2002，12，pp. 259-281。

⑨农业生产责任制兴起于 1978年的安徽凤阳。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

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到 1981年 10月，全国农村 97%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

的生产责任制。应当说，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民的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参阅齐鹏飞、杨凤城：

《当代中国编年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85 ～ 489页）。但由此引发的问题，如集体经济

的积累问题，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维护与发展问题，农村公共品的提供问题，单个小农谈判力弱导

致农民权益丧失的问题，等等，在当时并未引起决策者与社会各阶层的注意。而恰恰是这些问题，引

发了 90年代中国农村的“三农困局”。

⑩齐鹏飞、杨凤城：《当代中国编年史》，第 523 ～ 526页。

輥輯訛关于这些制度因素我们稍后会作出分析。格雷夫把制度要素分成四个部分，即秩序、规范、信念和

组织，但本文的分析会将这些较为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如把这些反映初始条件的制度要素分解成执

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这在一定意义上可理解为“组织”，执政党在 1949年后所表现出来的“重工业

化”的政治意志，这可以理解为“信念”，等等。当然，在本文，我们对制度要素的分析将更为具体。

輥輰訛当然，印度有些例外，改革前，印度尽管是市场型国家，但政府对进出口贸易进行限额管理，这就

使贸易商必须贿赂政府官员才能获得贸易“特许权”。

輥輱訛关于不同类型的经济组织之间的互补性参阅 Masa Aoki，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MIT

press，2001。本文对此不作详细阐述。因为在我们看来，这种互补性是纯客观的自然过程，并非当事

人的有意为之。例如，国有企业在人力资本和技术方面对民营企业所具有的正的外溢性，往往是一

个伴随着国企业与民企之间的竞争而自然产生的结果。

輥輲訛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提供了极其全面的统计分析、计量分

析及相关结论。参阅李京文、钟学义：《中国生产率分析前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

版。

輥輳訛有关生产率与生产效益（财务绩效）的不一致性的讨论可参阅李京文、钟学义：《中国生产率分析

前沿》，第 175 ～ 187页。

輥輴訛擅长财务分析的郎咸平为此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证据，参阅郎咸平：《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

盛宴中狂欢》，香港中文大学工作论文，2004年。

輥輵訛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读这两本书就可以得到清晰答案了，参阅汤应武：《改革开放 30年重大

决策纪实》，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8年版；于光远：《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年版。

輥輶訛汪晖：《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历史调查》，学术中华网

站，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5904，访问时间 2006年 1月 17日。在 1996 ～ 1999年的许多

地方，出现了许多为改革而改革，为改制而改制的社会现象。我们一定要探寻导致此类现象产生的

哲学依据与思想依据，而不仅仅是那些看起来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政策依据，因为前者是因，后者

是果。正如江苏通裕集团的改制历史所显示的，改革者认定国有企业是缺乏绩效的，是不具备生产

率竞赛的制度优势的，因此，他们就要把通裕集团这个集体性质的企业先改成国有企业，然后以国



有企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优势再改成由私人控股的股份制企业。这里面有没有意识形态竞赛

的动因呢？我想回答是肯定的。

輥輷訛袁志刚：《中国经济增长：制度、结构、福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38页。

輦輮訛［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卷，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1年版；［英］波普尔：《历史主义

贫困论》，何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郑一

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

輦輯訛自然条件，也就是资源禀赋。

輦輰訛North，Douglass C.，1995. “Five Propositions about Institutional Change，”in Jack Knight and Itai

Sened（eds.），Explaining Social Institutions，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pp. 15-26.

輦輱訛Arthur T. Denzau and Douglass C. North，Shared Mental Models：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Kyk－

los，Blackwell Publishing，Vol. 47（1），1994，pp. 3-31.

輦輲訛共同知识，既是公共话语，是社会转型、制度变迁或参与人所参与博弈的“外生约束”，同时又随着

参与人的策略性互动而不断地在边际上发生变化。当社会革命到来的时候，“共同知识”可能产生结

构性的、根本性的变化。

輦輳訛Samuel Bowless，Microeconomics Behavior，Institutions and Evolu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pp. 97-98（萨缪·鲍尔斯：《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江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06年版，第 72 ~ 73页）。

輦輴訛［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卷，第 44页。

輦輵訛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说建构理性决定制度变迁的轨迹。我们把这种情况看作是社会不同群体博

弈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集团设计、规划的结果。只不过，这种结果会更多的体现强势者的意图，尤其

对一个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段来说更是这样。

輦輶訛也许有人反驳说，这种历史遗产不是遗产提供者的“主观的”、目的与继承人高度吻合的“产物”，

甚至可能与后来者的主观选择大异其趣。我的回答是，这不是本文讨论的核心，我们只是客观地、中

性地检视“历史遗产”对后世制度变迁轨迹的影响。中国的国体、政体一直延续至今，并没有彻底的

改变。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涉及到国体，政治协商与人民代表大会涉及到政体。这就构成了中国宪政

的基本内涵。

輦輷訛以三线建设为例，建设过程历经“三五”、“四五”、“五五”三个五年计划，共投入 2050亿元资金和

几百万人力，安排几千个建设项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对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

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初步改变了中国内地工业基础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工

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参阅齐鹏飞、杨凤城：《当代中国编年史》，第 289 ～ 293页。

輧輮訛我要指出，在图 3，我们看不到对军事工业进行投资的具体数据，但我们可以看到投资率始终比

较高。

輧輯訛张军：《转型、治理与中国私人企业的演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4页。

輧輰訛不过，萨克斯和胡永泰的文献（1994）也隐含了人口结构对中国改革轨迹的影响。如果不是从产

值，从对 GNP（或 GDP）增长的贡献来看，而是从人口结构来看，那么中国仍可以被看作是农业国家，

这倒也说明一个事实，即改革前中国的工业化未伴随着城市化，因为改革前的工业化主要集中在发

展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这些领域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一个国家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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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如果从中国的人口结构看，那么，中国在改革中的经济增长大部分是人口从农业部门到工业

部门迁移所造成的，因此，改革前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重化工业的独立与完整，改革开放的一个大

的贡献在于开放国内的劳动力市场，这使在农村的边际产出为零的农民能够接受尽可能低的工资

到国企、民企、外企工作，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详细研究。参阅张

军：《转型、治理与中国私人企业的演进》。

輧輱訛这里用的“宪政结构”，是从一般意义上讲的，与人们一谈论“宪政结构”就认为是与西方民主宪政

（三权分立、代议制民主、多党轮流执政）高度相关的那种政治经济与文化体制不同。我们这里的“宪

政结构”是指政党政治、宪法框架下的法治的“统一体”。

輧輲訛关于“三定”政策的论述，详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73 ～ 175页。

輧輳訛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 167页。

輧輴訛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 167 ～ 186页。

輧輵訛这种具有高强度的政治动员能力使执政党在 1977年前能够集中国家财力进行能源工业、加工工

业、装备工业、国防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多方面的投资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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